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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是陕北高原常见的一种野

花，也叫“山丹丹花”；而《山花》是延川

县级文艺小报，自一九七二年创办以

来，已经走过四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山

花》培养了三代二十多位作家，使这个

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当之无愧地成为

中国罕见的“作家县”。从延川这块土

地上走出的作家中，有亲自培育《山花》

成长的著名诗人谷溪；有以《人生》、《平

凡的世界》蜚声国内外，摘取茅盾文学

奖的作家路遥；有以《我的遥远的清平

湾》、《逍遥之乐》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而走红全国的知青作家史铁生、陶正，也

有诸多的后起之秀闻频、荆竹、史小溪、

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阎安、厚夫、

阳波等人。这对于黄土高原一个相对落

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

奇迹。

如今，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

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

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

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个不可多得的

“典型标本”。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延
川与“文”同史

延川县是陕北的山区小县，位于延

安市的东北部，东与山西省的永和县隔

河相望。延川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延

川县的黄河乾坤湾曾是伏羲氏演绎八

卦的地方，延川县的禹居村曾是史前治

水英雄大禹暂住过的地方。延川虽山

大沟深、土地贫瘠，但连接古长安和塞

外的古驿道纵贯延川县南北，延川黄河

畔上的清水关、延水关渡口，是秦晋峡

谷的重要渡口。春秋时期，延川一带是

赤狄频繁活动的地域，赤狄是晋公子重

耳的母邦之地。重耳早年躲避仇人追

杀，就从延川一带渡河到子长县重耳

川。延川县相对便利的道路条件，对文

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延川人

有机会接触外来文化，拥有相对宽广的

文化视野。

陕北高原的历史是战争写就的，四

起的狼烟与刀光剑影锻铸了这块烈土，

培育了如赫连勃勃、李元昊、韩世忠、李

自成、张献忠、刘志丹、谢子长等无数英

雄豪杰。相比之下，由于交通不便等原

因，陕北的文化相对落后，中原儒家文化

未能很有效地在此普及与推广。就在这

正统文化相对落后的环境里，延川县却

自古以来一直是陕北文化的佼佼者。陕

北俗语云：“文出两川，武看三边”。这其

中的“一川”就指延川县。史料载，唐代

大和年间延川籍士子李邰考中朝廷的

“文状元”，这也是陕北古代惟一的“文状

元”。晚清时期，延川曾出过“秦西闺中

不多见”的女诗人李娓娓。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那场轰轰烈烈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延川是陕北最早“闹

红”的县份之一，陕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第九支队”就在延川县成立。一九三五

年，延川县就投入陕北苏区的怀抱。早

期的革命文艺始终和宣传劳苦大众的解

放分不开，延川县众多粗通文墨的读书

人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位置。

一九四二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召开后，文艺进入“为工农兵服务”的

新时代。一方面，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

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陕甘宁边区的部队、

学校、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和采风活动，

对于普及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起到了积极

作用；另一方面，陕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得

到最广泛的发掘与整理，如陕北民歌、陕

北说书、陕北道情、陕北秧歌得到了史无

前例的整理，重新赋予革命的意义，由山

野走向广场、走向革命的中心。著名作

家杜鹏程一九三九年一月由陕甘宁边区

教育厅分配到延川县的农村小学任教，

后创办过延川《老百姓报》。走向普通百

姓的新延安大众文化、文学运动，召唤了

延川人参与文艺的激情，涌现出如杨醉

乡、杨灏、杨子美、杨子青、樊玉英等一批

文艺工作者。其中杨醉乡最为有名，他

是陕甘宁边区老戏剧艺术家，也是活跃

在陕甘宁边区戏剧舞台上著名的“杨老

婆”。一九四四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文教

给杨醉乡颁发“群众艺术的先驱”的奖

状。全国解放后，他曾担任过陕西省文

联主席。

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是特
殊政治氛围中孕育的一朵文艺
奇葩

全国解放后，延川的地方文艺一直

风风火火。“文革”前，县里就有一支“乌

兰牧骑文工队”，表演极富地域特色的

文艺节目，活跃城乡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文艺对陕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强调，

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此同时，

延川的青年作者开始模仿贺敬之的抒

情长诗《回延安》，用新民歌体诗歌开始

文学创作。最典型的是延川县中学学

生曹谷溪，通过“老镢头”刨出了新民歌

体诗歌，并且在省内外的一些文学期刊

上发表。他最初的成绩，使其于一九六五

年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

代表大会”。这次文学鼓励，使他最终

把文学锁定为一生追求的事业。他对

文学赤子般的钟情，以及极具个人魅力

的鼓动性，使他日后能够成为延川《山

花》小报破土拔苗时的实际组织者与领

导者。

“文革”初期的一九六九年元月，两

千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县插队，其中

就有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已故著名作

家史铁生，著名作家陶正等等。延川在

一九七一年已经聚拢一大群文艺青年，

延川人又一次点燃了文艺的激情。其

中，包括已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

的诗人曹谷溪，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延

川县“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编剧的大

才子闻频，从清华附中插队到延川农村

的文艺青年陶正，延川文化馆负责人白

军民，延川县中队战士荆竹，以及正在延

川县通讯组曹谷溪麾下打杂的文艺青年

路遥等。他们看到上海市川沙县农民业

余编写组创作的《一颗红心为革命》的故

事书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延

安儿女歌颂毛主席》后，决定也要编本诗

集，和他们一争高下。这样，曹谷溪、白

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以“延川县工

农兵文艺创作组”的名义合作编就诗集

《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并印成油印小册

子。此诗集后改名为《延安山花》，以“延

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名义铅字印

刷，内部发行。这本符合“工农兵文艺”

主潮的小册子，被刚刚恢复业务、正四

处寻找稿源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们偶然发现。于是，以“延川县革命委

员政工组”名义编辑的《延安山花》的诗

集，顺理成章地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纪念

“延安文艺座谈会”三十周年前夕正式

出版。这本最初由延川几位业余文艺

青年折腾起来的《延安山花》诗集，自然

受到上上下下的欢迎。当时的延安地

区和陕西省文化部门派出联合调查组

来延川县总结经验，延川成为“文革”时

期陕西省的“文化典型”——延川县以

诗歌创作与关中户县农民画、渭南合阳

县革命故事、陕南紫阳县民歌一跃成为

“文革”时期陕西省四个文化先进县。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陕西日报》

刊出延安地区革委会文教局、陕西省工

农 兵 艺 术 馆 联 合 调 查 组 的 调 查 报 告

《“山花”是怎样开的？——诗集〈延安

山花〉诞生记》，专门点名表扬了返乡知

识青年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

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

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据

不完全统计，全县一年来共创作诗歌两

千余首。这些革命诗歌，运用黑板报、

墙头诗、诗传单、唱秧歌、朗诵会等各种

形式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有力地配合

了三大革命运动。”

这本《延安山花》诗集，自第一版公

开发行后，就成为工农兵创作的典型。

随后，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多次印刷，甚

至在香港的三联书店也印刷发行，累计

发行达 28.8万册，创造了一个工农兵文

艺创作的发行奇迹。成名之后的路遥回

忆此诗集时，曾说：“可以说这是文化大

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

文学价值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路遥《土地的寻觅》，见

《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版）一九七四年，日本学者安

本实先生在日本大阪市的书店买到一本

《延安山花》。那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谷

溪、路遥等人的名字。二〇〇七年，身为

日本国姬路独协大学教授的安本实先生

把这本珍贵的诗集赠送给了延安大学路

遥文学馆。

《延安山花》给延川县赢来了声誉。

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们借着《延安山花》的

成功东风，一鼓作气，在一九七二年九月

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这是一张

十六开四版、铅字印刷的文艺小报。这

张文艺小报，主要承担文艺苗圃的功能，

当然也会不失时机地歌颂时政。虽说

《山花》本身是极“左”时期的产物，带有

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又是延川这块文学

厚土上长期积蓄的文学情绪的总爆发。

应该说，当时的《山花》是“伟大的革命理

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

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通过文艺的方式宣

泄政治情绪的必然表现。《山花》的旋律

是“信天游”的，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主要

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来抒志咏怀，表现

“崇高的革命理想”。

路遥是在《山花》上破土拔苗、崭露

头角的典型。他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

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

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

老汉走着就想跑》、《多年八路延安来》、

《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

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

《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

篇小说《伏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

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

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著名作

家史铁生在路遥逝世后撰文回忆道：“后

来我在《山花》见了他（路遥）的作品，暗

自赞叹……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羡

慕他，十分羡慕可能就接近着嫉妒。”（史

铁生《悼路遥》，《延安文学》，一九九三年

第一期）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

路遥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

习。在大学的平台上积累文学营养，为

以后的文学腾飞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山花》一出现，自然吸引了当时的

一批文学爱好者。后来成为陕西省作协

副主席的赵熙、刘成章，著名诗人梅绍

静，著名散文作家和谷等人，都在《山花》

上发表过作品。成名后的路遥这样回

忆：“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

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

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

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

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路遥《土地

的寻觅》，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

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这样评价《山

花》：“《山花》的流行，就像一株鲜艳大

红的山丹丹花，使中国阴霾的文坛天空

出现了一丝亮色。《山花》是依托延安这

尊圣像而生存下来的，但在庄严神圣的

形式下，表现的都是广大文学爱好者蕴

蓄着的文化——文学愿望，人民群众对

文化专制主义的智慧的反抗。《山花》作

为特定年代，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文

化事件，应该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一

席之地。”（李星《今日山花更烂漫——延

川作家专号漫评》，《延安文学》一九九八

年第五期）

事实上，《延安山花》诗集也好，《山

花》文艺小报也罢，虽不可避免地带有

时代的烙印，但更是延川县包容性文化

孕育出的一朵文化奇葩。

“效应魅力”带动整个延川
文艺，刺激了“延川山花”文艺现
象的形成

新时期之初，《山花》的组织者们纷

纷离开延川，到更高的文学平台上发

展。青年作家路遥在延安大学中文系深

造后，于一九七六年分配到陕西省作协

的《延河》编辑部；分配至延川县的大学

生闻频也辗转调入陕西省作协《延河》编

辑部；北京知青陶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学习后，分配至北京市歌舞团；县中队战

士荆柱也经过复旦大学的深造，落脚到

宁夏自治区文联……

新时期之初，从《山花》走出的“山花

作家群”作家们，创作成绩最为典型的是

路遥。他一九八〇年在《当代》发表的中

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首

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一次为全国文坛

所瞩目；他一九八二年在《收获》杂志发

表的中篇小说《人生》，在全国更是引起

轰动，以至于当代文学界把一九八二年

戏称为“路遥年”。这部作品不仅荣获第

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而且改编成的电

影也荣获全国“百花奖”。尤其是电影

《人生》的热映，客观上对提高延川县“山

花作家群”的知名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

作用。一九九一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

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这

种作用更是明显。

在新时期，北京知青陶正不仅创作

出陕北题材的中篇小说《女子们》、《后生

们》，也凭着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得

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北京

知青史铁生也因插队题材的短篇小说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连续

捧得一九八三年与一九八四年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说来有趣，获一九八三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十位作者

中，竟有两位曾在延川插过队的北京知

青，而且这两位知青都是关庄公社插队

的清华附中学生。他们都把延川视为

“第二故乡”与“心灵家园”，后来均创作

过多篇插队题材的小说。

当然，诗人闻频以《延河》为文学平

台，发起了向全国诗刊密集进攻的冲

锋。当年“山花作家群”中唯一的“县中

队战士”荆竹已经来到宁夏自治区文

联工作，成为宁夏地区重要的文艺评

论人才。当年《山花》的主要发起人曹

谷溪也已经到延安地区文联落脚，挥

动他的“老镢头”，掀起了一股“老镢头

诗”的旋风；散文作家史小溪、浏阳河

的散文作品也把浓郁的陕北气息带到

全国；作家海波的中篇小说《农民儿子》

同样获得好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代“山花作

家群”的成功，使整个文坛对于延川县这

个偏僻小县刮目相看的同时，更重要的

是给延川县众多文学青年产生了“效应

魅力”：成功者当如路遥，必须付出汗水！

在这块丰厚的文学土壤里，以远村、

阎安、厚夫、白生瑞、曹建标、阳波、凡川、

刘凤珍、毛一奇、董国军、白月宁、觅程等

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群，和以倪泓、张北

雄、胡同、崔完生、杨英等代表的第三代

作家群分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新世

纪开始登上文坛，带动了整个延川文艺

的繁荣与发展。他们当中许多人受过良

好的学校教育，对于文学的追求更为自

觉，如远村“边缘人”和“陕北部落”的诗

歌话语、厚夫带有书卷气息的“走过陕

北”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倪泓黄河畔百姓

生存状态的系列小说等都获得了成功。

远村被一家发行上百万的青年期刊评为

“全国十佳诗人”；厚夫的作品进入全国

高中统编语文教材，成为中学生学习的

典范文章；倪泓的小说入选《小说选刊》，

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二〇一〇年，陕西

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的十九位获奖作

者中，有两位是延川第二代“山花作家

群”的成员，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延川山

花”的不断繁荣与发展。现在，延川更年

轻的琴音、樊涛、羽佳、李巧琴、许东灵、

钟丰富、姬延芳、徐艳梅、李倩等也开始

在陕北文坛上崭露头角了。

与此同时，“延川山花”现象由文学

辐射到整个文学艺术层面，涌现出一大

批美术、摄影、戏剧以及民间艺术等方

面的优秀人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延川的民间艺术家冯山云，通过自己的

潜心整理，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民间艺

术“布堆画”，把民间广为流传的布头剪

贴的装饰品，送上了艺术的大雅之堂；

民间剪纸家高凤莲独树一帜的民间剪

纸，饮誉海内外，她也成为文化部命名

的“剪纸艺术大师”；摄影家黑明，自觉

搜集素材，创作出记录北京知青在延生

活的纪实摄影集《走过青春》，引起了很

大轰动；二曹的喜剧小品，通过象征、变

形的手法，表现陕北人的生存状态等，均

引起很大反响。

再到二十世纪末，刘宏祥的版画，刘

洁琼、郭如林等人的剪纸，黑氏四兄弟的

摄影，倪虹、阳波的电视剧《模范张民

办》、《到一斗谷当村长》、《半个红月亮》，

张北雄的电视电影《院长大人》等，大大

增强了延川县文化艺术的多样性。

随着延川县的大量作家、艺术家走

向全省、全国，延川这个不起眼的山区小

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延川的

领导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延川

山花”作为一种品牌，包装延川县的文

艺。通过“延川山花”这一陕北高原独特

的文化现象，来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

展。这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延川县

就专门组织地方小戏到中南海给中央领

导作专场演出，受到好评；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专门组织具有浓郁地方民间特色

的“延川布堆画”，到京城的中央美术馆

展出；一九九九年前后，县里先后出版了

《高凤莲西部剪纸集》、《百牛图》、《百鸡

图》、《百马图》等系列剪纸作品集，有效

地调动了群众剪纸的积极性。

新世纪以来，延川县政府还合作拍

摄了电视连续剧《模范张民办》、《半个

红月亮》、《到一斗谷当村长》；组织编辑

了第二代“山花作家群”与第三代“山花

作家群”的两辑二十本《山花文丛》作品

集，几乎把延川籍的作家“一网打尽”。

二〇〇〇年秋，延川县政府与陕西省文

联合作召开“延川山花”文艺现象研讨

会。二〇〇五年，在上海举行中国艺术

“双年展”上，延川县组织的万名农家妇

女的原生态剪纸展，带有泥土气息的艺

术，让都市人群为之一震。二〇〇六年，

延川县组织“中国作家放歌乾坤湾”笔

会，对外宣传介绍黄河旅游文化。

目前，延川县政府积极筹建知青文

化体验园，推进黄河旅游文化和民俗旅

游文化，开发秦晋峡谷的黄河乾坤湾旅

游景区。所有这一切表明，延川县已经

把“延川山花”由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

提升到品牌的高度，加以研究和经营。

“延川山花”一个值得研究
的文化现象

路遥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提供

了鼓舞人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一直是

新时期文学作品的畅销书；而史铁生的

作品则具有“形而上”的神性力量，让人

们的心灵不断升华与超越，同样也拥有

大量的读者群。有学者称，路遥的文学

是属于中国的，而史铁生的文学是属于

世界的。其他姑且不论，单就延川给当

代文学贡献了路遥和史铁生这两位大

师级的作家这一点而言，延川县就能在

共和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延川走出的路遥和史铁生，非常

认同《山花》之于他们的作用，早在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就异口同声地盛赞过《山

花》。一九八二年，路遥在《山花》创刊十

周年之际激动地写下《十年》，热情地讴

歌了《山花》的贡献：“艺术用它巨大的魅

力转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

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近几年，

故乡的朋友们经常寄来新出版的《山

花》。尽管我现在每月都有别人送来的

读不完的刊物，但我常会立即放下其他

报刊和手中的工作，马上认真地读这张

小报。这如同是在读一封家书，每一个

字都是亲切的，让我感之不尽，思之不

尽。是的，《山花》仍然是那样一张八开

的小报，在当今报刊林立的世界里不为

世人所挂齿。但我对它永远怀有一种深

深的尊敬。正如一个人不管怎样壮大起

来，也会对自己衰老的母亲永远怀有爱

戴和敬意一样。”（路遥《十年——写给<

山花>》，《路遥全集》之《早晨从中午开

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版）一九八四年，史铁生这样赋诗道：“延

川好，宝地不多得，黄水长流入大海，山

花烂漫遍全国，人才辈辈多。”（史铁生《忆

江南·赠<山花>》，延川《山花》一九八四

年第四期）

经过四十多年风雨历程，《山花》现

在已经变成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继续

承担着培育文艺新苗的作用。而“山花”

早已成为延川县乃至陕北高原的独特文

化品牌，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与时代意

义。这种现象，也留给我们许多实实在

在的启示。如：延川这块贫瘠的土地为

何能长出常开不败的“山花”？我们的文

艺工作者怎样才能把原汁原味的文化提

升为真正的艺术？我们的地方政府怎样

才能把一种自发的原生形态的文艺现

象，培养成造福一方的文化品牌？

事实上，薪火相传的“山花作家群”

现象，引起了国内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关

注。新世纪之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

红秋博士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其博士

论文中进行了专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马佳娜，其硕士毕业论文也是

专门研究“延川山花”的。我们相信，随着

时间的推移，关于“山花现象”与“山花作

家群”的研究还会深入进行下去。

我们还有无数理由相信：“延川山

花”，这朵鲜艳夺目的高原之花，在未来

的时空中一定更加绚丽多姿，绽现无比

动人的芬芳！

《山花》：盛开在陕北高原的文化奇葩
梁向阳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文化兴国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一。而文化要复兴，首要的问题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文化的人才。诚
然，一个国家的文化崛起，需要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担当重任，而与之相对应的群众文化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注意到，当下
在很多的县、乡、街道、社区甚至是一个村子、一所中小学都创办了充满地方特色的报纸和刊物。这些报刊，虽然属于内部资料出版
物，只供学习交流使用，但其所起到的群众文化普及作用往往是很多大报大刊所不具备的。因为它们接地气，接老百姓的人气。为
此，我们选择一家有代表性的内刊《山花》推荐给读者，相信大家读后肯定会有所共鸣与思考。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内部报刊与
我们联系，我们将适当地选载其中的优秀作品，与全国的读者共享。

《平凡的世界》书影

路遥和谷溪摄于黄河畔 路遥在铜川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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